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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是区域和城市在知识时代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创新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创新发展绩效定量评价意义重大。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市在2012-2016年5年间的区域创新发展绩效水平、空间结构及变化趋势等，通过系统聚类法对创新发展绩效水平类似的区域进行分组，并分析位不同组群城市的创新发展绩效特征、问题及相应解决方式。研究表明，中国区域创新发展绩效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但内部差异性较大；经济发达地区亟需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主要得益于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现有规模进行逐步调整使其趋向合理化；绩效水平相似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在创新发展绩效的提升路径上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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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research on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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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cities to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knowledge age.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minds, while its performance in China needs to b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is paper uses the DEA-Malmquist index to measure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level, spat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trend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2 to 2016. The system clustering method is used to group areas with similar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levels. Analyze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different cluster cities.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China is at the middle and upper level, but internal differences are large,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urgently need to solv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blems; the increase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mainly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technology, the next step what needs to be solved is how to gradually adjust the current scale so as to rationalize it; cities with similar performance levels bu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have different ways to impro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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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逐渐取代资本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资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传统粗放型的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习总书记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的创新之举。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穿、相互影响，是国家未来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它们共同构成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发展理念[1]。而在这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理念位于首位，凸显了创新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创新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中坚力量[2]。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民对于需求质量的要求矛盾越来越突出，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当前我国的创新发展始终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到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2018年，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区域创新发展绩效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测度和评价创新发展绩效对各个区域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制定针对性的创新战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2012-2016年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区域创新绩效水平及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创新发展绩效水平不同的地区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1.1 创新系统
国内外关于创新的研究首先是从国家层面上开展的，随着各种理论和体系的成熟，学者们开始转变自己的创新研究对象，开始研究区域层面上的创新。城市作为最小的区域单元，可以视作一个完善的经济系统，也是创新的载体。
国外学者对于创新系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熊彼特学派最先跳出集群地理的定性思维，从企业开始研究，探索不同的企业之间内部交流机制，并发现这种机制已经上升到区域的外部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Freeman 和Lundvall 首次使用了国家创新系统这个概念来回应其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满[3]。随后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学派，而随着这些学者对于国家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入，区域创新理论开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或某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该创新系统的创新与知识转化能力[4-5]。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社会体一起组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系统重要的创新主体[6-7]。Doloreux[8]则指出区域创新系统在空间上更偏向于一种网状结构，要想保持并促进系统内的创新就必须依存不同的创新主体间进行紧密的相互关联。区域创新系统内部在资源要素配置和专业化分工等方面上存在的差异性能够调动系统内主体的积极性，进而促进部分创新活动的产生[9]。
我国学者在吸收借鉴了国外创新体系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我国国情，对于创新系统的演进及其理论体系关系进行了梳理[10]，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国家创新系统。孙议政等[11]提出，一个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包括创新活动的各类主体及其相互联系、技术创新及国家的制度创新体系和与其他国家间的联系等。何树全[12]提出将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细分为6个子部分：技术、知识、制度以及观念上的创新、知识传播和应用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作为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创新资源集聚问题、创新主体的协同、技术与知识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都是该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13-14]。黄鲁成[15]主要分析了宏观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模式，认为宏观的区域创新体系的系统构成分为组织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政策创新系统、运行创新系统和基础条件创新系统共5个系统，且每个系统包含不同的系统要素，承担不同的系统功能。陈柳钦[16]从产业集群的视角研究区域创新体系，指出区域创新体系与产业集群二者能够相互促进。陈凯华和寇明婷[17]在构建“功能－结构－检验”综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检验了中国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状态。在国家和区域创新理论基础上，赵黎明和冷晓明[18]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角度给城市创新系统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它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具有动态行为特征的复杂非线性系统。倪鹏飞等[19]收集了全球436个城市的数据，利用结构化方程模型，研究了城市创新系统的关键因素和其影响机制，发现公共制度和内部平台是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变量。张省和顾新[20]将城市创新系统的动力机制划分为生成机制、发展机制和演进机制，其中每个机制又划分为不同的3个阶段。
1.2 区域创新发展绩效的本质和内涵
创新发展绩效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企业，指的是企业在采用了研发的新技术之后，企业实现的价值增加量，通常通过企业在业务额上的变化来衡量。随后学者将对象延伸到区域，开始研究区域的创新发展绩效。区域创新发展绩效同时又是伴随着区域创新系统的评价研究中逐渐产生的。最早对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义是在空间距离上邻近并且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具有分工协作的生产企业、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一起组成的一个区域性质的组织体系，在这个区域性质的组织体系中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并支持创新活动，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创新系统。之后我国的学者围绕这一概念开展了许多研究，目前尽管对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颇多，但当前学术界仍未形成一个确切完善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体系。王缉慈[21]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中除了政府机构，还需要创新环境的融入，强调区域创新网络与环境共同叠加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接着黄鲁成[22]又往系统中加入一些非主体要素和制度、政策网络来协调不同要素间的关系。柳卸林[23]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区域创新系统囊括为三大要素：主体、功能和环境。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目前学术界对创新发展绩效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但对其本质内涵的认识大致相同。创新系统内部的各个主体通过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各类研发活动产出新的产品或技术，进而为整个系统带来的各种效益即可视做创新发展绩效。如果将一个区域创新系统视作创新投入-生产-产出的系统，那么区域创新效率则可以视作是该系统投入产出的一个转化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区域创新效率和区域创新发展绩效的本质是重合的[24]。总体来看，从广义上来讲，是指创新系统在接受了一定的要素投入之后，导致整个系统生产效率上的提升以及社会效益上的改进。从狭义上来讲，是指某一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创新活动的活跃而直接导致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广义的创新发展绩效不仅包括狭义的绩效，还包括狭义的创新发展绩效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在诸如社会、生态、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目前大部分学者的课题研究中指代的均是狭义的创新发展绩效。
1.3 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
在创新发展绩效的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方面，国外学者倾向于使用相关的指数来对定量测算并比较国家的创新绩效，其中最常用的是欧盟的创新指数算法。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DEA、因子分析和随机前沿面模型等，通过相关的创新资源投入及产出数据来测度评价区域的创新发展绩效并进行改善。国内对于创新发展绩效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评价指数，更多的是采用构建指标体系及单因素分析法，从多方面的视角深入探究创新发展绩效。利用经济学相关理论支撑，使用创新效率来代替创新发展绩效的研究较多。部分学者也会结合空间分析理论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创新绩效。前期国内学者主要是利用DEA中的C~2R模型和C~2GS~2模型分类所有评价单元，随后学者则倾向于构建两阶段模型等来测度城市的创新发展绩效，研究对象也逐渐转变为国内的一些创新型试点城市[25-26]。段利忠[27]对我国东部具有代表性的12个城市展开研究，利用灰色聚类分析法，从多个方面出发，将其创新能力分为了3类。田盈和潘晓琳[28]将研究对象定为我国的西部六省，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其创新发展绩效进行了整体测度。陈凯华和官建成[29]将创新资源投入和创新环境视为切入点，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的扩展框架，构建了诊断模型对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功能的有效性进行诊断检验。傅利平等[30]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知识生产函数两种方法来研究外部知识获取能力与创新环境因素这两个变量对于区域创新发展绩效的影响，在模型中融入因子分析克服有关变量的共线性问题来改善拟合度。尹凡和单莹洁等[31]则是从人力与经费投入、知识与经济产出建立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从创新效率与创新效果两个角度来实证评价河北省的创新发展绩效。潘雄锋等[32]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成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成果和创新品牌四个维度，构建全局熵值法动态评价模型包含指标、区域、时间三方面来测度我国的创新发展绩效。白俊红[33]从空间计量角度切入，实证考察了协同创新与空间关联对区域创新发展绩效的影响。谭俊涛等[34]利用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两个变量来共同表征区域的创新绩效，结合实证结果和回归模型对中国的区域创新发展绩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苏屹和安晓丽[35]则是从耦合协调度的视角出发，分析区域创新系统中的研发投入对于该系统最终的创新绩效的影响。
综合以上内容，本文对于创新发展绩效的定义为广义的区域创新绩效，也就是测度研究对象的区域创新系统中创新投入所产生的生产效率与社会效益的改善。前人对于中国创新绩效的测度大多是以城市群或全国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效率的角度来测度中国的创新发展绩效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鲜有学者将城市作为研究单元。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致化，把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单元来分析研究区域创新绩效水平。运用区域创新效率来表征区域创新绩效，结合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市的创新发展绩效进行分析。

2 模型与方法
2.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为DEA，最初是由运筹学家A.Charnes,和 E.Rhodes提出，用于评价部门之间的相对有效性。随后学者发现利用DEA来判断决策单元对应点是否位于有效生产前沿面上这一特性十分适用于效率的测度。从上面对于创新发展绩效测度方法的文献综述来看，近年来DEA已然成为研究创新绩效的热门方法。本文采用的DEA模型的基本原理如下：
决策单元数也即城市数量为M，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投入指标有K种，产出指标有L种。研究对象中第m个城市的第k种研发资源的投入量用来表示，第m 个城市的第l种创新产出量用 来表示。对每个决策单元，代表所有创新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指数（CRSTE）。假设权重变量为；松弛变量 表示为了使综合效率达到最优所要减少的创新资源投入量；剩余变量 表示为了使综合效率达到最优所要增加的创新资源投入量；同时引入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得到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的DEA模型公式为：

当上述公式存在一个最优解时，则表示第m个城市的创新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达到了最优；时，则表示第m个城市的创新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无效；的数值与1越接近，表明第 m个城市的创新资源运行越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
假设所有的权重变量之和为1，即，可将CRS模型转变成规模报酬可变（VRS）的DEA模型。在VRS模型中，第m个城市创新资源的技术效率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即。其中，指的是第m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指数（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指的是第m个城市的规模效率指数（Scale Efficiency），并且它们必须同时满足条件。本文中的综合效率代表的是城市对于其自身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合理利用效率；纯技术效率指代的是城市当前的科学技术进步为城市带来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指代的是城市当前的创新资源投入产出规模达到最优的程度。
Malmquist指数最初是由瑞典统计学家Malmquist在1953年提出，用以替代消费指数，随后 Caves et al.（1982）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效率的测算之中。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可以分解为城市创新的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TEC）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nological change，TC）的乘积，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PEC）和规模效率指数（Scale efficiency change，SEC）的乘积。当TFP > 1时，表示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当TFP < 1时，则表示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本文中的TEC指代的是由于制度的优化引起的创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进而引起城市创新效率的改变；TC指代的是新技术的引入造成的生产可能前沿面外移，即城市创新效率的提高。TFP是指在生产要素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决策单元系统所能够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该指标的变化可以反映在一段期间内创新过程中技术进步的情况或创新资源整合配置及效率变化的情况。因此，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不仅能综合评价知识创新绩效，还能分析不同区域知识创新绩效动态变化，全面比较区域间绩效差异。
因此，本文将结合以上两种方法结合来测度2012-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发展绩效的变化。
2.2 变量选择
城市创新系统本质上可以将其视作一个投入—产出系统。故而对于城市而言，良好的创新发展绩效不仅体现在创新产出这一指标上，高的创新效率也不可或缺。本文利用创新效率来表征城市的创新发展绩效，对城市创新系统的各种创新资源要素从投入直至产出这一过程的综合效率进行测度。这不仅仅是对资源投入分配效率的评价，同时也对系统中投入的创新资源向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进行了评价。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的投入指标下设两个一级指标：R&D投入和创新基础设施投入。人力资源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前提，研发经费是城市开展研发活动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建设创新城市的基础，因此本文将科技活动人员和每万人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作为人力投入指标，将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作为财力投入指标，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创新基础设施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下设三个一级指标：创新产品、经济产出和社会效应。专利是创新活动中间产出的直接形式，是科技资产的核心和最富有经济价值的部分；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是创新活动最终的产品价值体现。技术市场成交额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衡量城市将自身的技术优势与创新成果成功转化为经济效益产出的效率。单位GDP耗电量能够反映城市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失业率作为一个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关键指标，能够反映创新对于该地区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同时考虑到全国285个城市的规模差异较大，单一的规模类指标无法有效的体现城市的创新发展绩效。因此本文将每千人专利（篇）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创新产品指标，将每万人技术市场成交额和人均GDP作为经济产出指标，将单位GDP电耗和失业率作为社会效应指标。其中，单位GDP电耗和失业率为逆指标，为使其评估属性与目标正相关，采用正向属性转置法（Scheel，2001；Seiford&Zhu，2002）将其进行正向化处理，取这两个指标的一阶倒数作为产出变量。
DEA模型的指标数量必须满足条件：（投入指标数量+产出指标数量）1/3DMU（评价单元）个数，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符合要求（表1）。

表1  城市创新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R&D投入
	科技活动人员（万人）

	
	
	每万人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人）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创新基础
设施投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万户）

	产出指标
	创新产品
	每万人专利（篇）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经济产出
	每万人技术市场成交额（元）

	
	
	人均GDP（元）

	
	社会效应
	单位GDP电耗（千瓦时/万元）

	
	
	失业率%



2.3 数据来源
城市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拥有较为集中的经济资源要素，可以视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系统。为研究中国整体的创新发展绩效水平，同时考虑到实践的连续性和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部分城市由于被纳入地级行政单元的时间晚或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并未将它们纳入本文的研究单元范围。本文最终选择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习近平五大发展理念于2015年被首次提出，本文主要考察在习近平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前后两年内，我国城市创新发展绩效的变化趋势，因此将研究区间定为2012-2016年。
本文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评价单元，研究时段区间为2012-2016年，共5年。分析数据整理自：2013-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2-2016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全国31个省市的2013-2017年的统计年鉴，还包括部分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专利数量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与表 3分别显示了全国285个城市创新发展绩效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汇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异系数

	科技活动人员
	1.340
	4.220
	0.030
	68.98
	3.140

	每万人高等院校专任教师
	10.42
	13.89
	0.080
	83.47
	1.330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1.570
	1.540
	0.070
	20.68
	0.98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600e+07
	1.700e+07
	360 000
	1.700e+08
	1.020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83.42
	106.0
	4.650
	120 5
	1.270

	每千人专利数
	118 2
	197 0
	68.04
	445 46
	1.67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0.710
	0.630
	0.12
	14.16
	0.890

	每万人技术市场成交额
	48.62
	115.23
	20.14
	87.6
	2.370

	人均GDP
	499 82
	340 50
	815 7
	207 163
	0.680

	单位GDP电耗
	423 1
	140 000
	27
	5.400e+06
	33.52

	失业率
	5.430
	3.250
	2.149
	17.246
	0.600


注：e+n表示10的n次方。
表3  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汇总
	
	
	
	
	
	
	
	
	
	
	

	
	1
	
	
	
	
	
	
	
	
	

	
	0.299*
	1
	
	
	
	
	
	
	
	

	
	0.466*
	0.364*
	1
	
	
	
	
	
	
	

	
	0.551*
	0.401*
	0.517*
	1
	
	
	
	
	
	

	
	0.609*
	0.441*
	0.479*
	0.792*
	1
	
	
	
	
	

	
	0.328*
	0.432*
	0.333*
	0.241*
	0.446*
	1
	
	
	
	

	
	0.073*
	0.309*
	0.150*
	0.125*
	0.143*
	0.218*
	1
	
	
	

	
	0.610*
	0.428*
	0.444*
	0.788*
	0.747*
	0.358*
	0.186*
	1
	
	

	
	0.307*
	0.502*
	0.456*
	0.462*
	0.435*
	0.511*
	0.379*
	0.451*
	1
	

	
	-0.006
	-0.021
	-0.009
	0.022
	-0.015
	0.002
	-0.023
	0.012
	0.129*
	1

	
	-0.08*
	-0.252*
	-0.068*
	-0.121*
	-0.141*
	-0.204*
	-0.087*
	-0.086*
	-0.195*
	-0.008


注：* 表示1% 的水平上显著。
从相关性矩阵分析结果来看，选取的各个变量之间大部分存在较低的相关性。
3.2 中国创新发展绩效的时空特征
3.2.1 整体的创新绩效特征
通过对全国285个地级市2012-2016年5年间的研发投入及产出要素的绩效计算得到的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知2012-2016年中国的综合区域创新发展绩效在0.568~0.638之间小幅度波动，但从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总体呈上升的发展态势，城市整体的区域创新发展绩效处于中上等水平，每年的综合创新发展绩效平均水平略微超过最优效率的50%。

表4  中国综合创新发展绩效（2012-2016年）
	年份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2012
	0.568
	0.647
	0.874

	2013
	0.619
	0.689
	0.891

	2014
	0.594
	0.66
	0.893

	2015
	0.638
	0.712
	0.887

	2016
	0.619
	0.74
	0.816

	均值
	0.608
	0.689
	0.872



为了更加清晰的反映不同城市在5年间的综合区域创新发展绩效变化，表5列举了综合创新绩效水平处于60%以上的城市。

表5  综合创新绩效水平处于60%以上的城市（2012-2016年）
	年份
	创新绩效水平处于60%以上的城市数量
	城市名称

	2012
	97
	[bookmark: _GoBack]大连、上海、苏州、淮安、深圳、汕头、佛山、惠州、成都、天水、亳州、葫芦岛、北京、邵阳、清远、东莞、遂宁、广州、营口、七台河、珠海、白山、肇庆、鹰潭、丹东、南京、宁德、重庆、酒泉、江门、九江、盐城、南宁、武汉、广安、杭州、赣州、辽源、青岛、渭南、新余、鹤壁、常州、大庆、南昌、长春、双鸭山、咸阳、天津、呼和浩特、哈尔滨、济南、宜昌、吉安、无锡、鞍山、南通、镇江、泰州、永州、合肥、景德镇、襄阳、东营、包头、阳江、福州、茂名、榆林、常德、扬州、张家界、秦皇岛、鸡西、兰州、石家庄、铜陵、商洛、西安、中山、贵港、陇南、湖州、宣城、内江、沈阳、松原、贵阳、吕梁、阳泉、通辽、张掖、黄山、晋城、厦门、钦州、河池

	2014
	93
	大连、营口、上海、杭州、阜阳、亳州、宣城、广州、深圳、潮州、成都、攀枝花、宁德、佛山、阜新、惠州、鹰潭、北京、清远、苏州、南京、酒泉、珠海、大庆、盘锦、白山、重庆、葫芦岛、汕头、长春、南宁、辽源、武汉、郴州、阳江、无锡、广安、沈阳、合肥、榆林、茂名、肇庆、中山、七台河、内江、张家界、陇南、吕梁、桂林、安康、新余、吉安、三亚、泉州、东莞、天津、邵阳、呼和浩特、莆田、双鸭山、长沙、曲靖、青岛、嘉兴、海口、遂宁、黄山、锦州、晋城、连云港、太原、黑河、马鞍山、哈尔滨、日照、佳木斯、石家庄、朔州、乌海、揭阳、乌鲁木齐、咸阳、兰州、湖州、周口、南通、昭通、鞍山、永州、西安、南昌、玉溪、宿州

	2016
	141
	北京、长春、大庆、上海、南京、杭州、马鞍山、阜阳、宿州、亳州、宣城、青岛、深圳、珠海、三亚、重庆、酒泉、宁德、莆田、昭通、鹰潭、广州、陇南、平凉、大连、白山、东莞、朝阳、武汉、沈阳、阳江、泉州、丽江、鸡西、绥化、中山、铁岭、芜湖、新余、淮北、通化、无锡、南宁、邵阳、嘉兴、济南、天津、襄阳、黄山、池州、合肥、宜昌、来宾、榆林、四平、宜春、佛山、鄂尔多斯、鹤岗、清远、桂林、驻马店、盘锦、长沙、兰州、哈尔滨、苏州、汕头、景德镇、阜新、厦门、雅安、郴州、江门、朔州、松原、永州、蚌埠、葫芦岛、抚顺、乌鲁木齐、宿迁、南昌、张家界、曲靖、龙岩、晋城、广安、湖州、福州、咸阳、呼和浩特、张掖、黑河、宁波、吉安、营口、定西、滁州、云浮、鄂州、丽水、烟台、周口、揭阳、崇左、乌海、伊春、上饶、郑州、惠州、呼伦贝尔、贵阳、西宁、赣州、抚州、佳木斯、温州、阳泉、海口、常德、金华、常州、秦皇岛、石嘴山、东营、齐齐哈尔、三门峡、汕尾、固原、吕梁、临汾、梧州、西安、日照、沧州、台州、百色、潮州、衡阳、吴忠



具体分城市来看，2012年全国区域创新绩效水平处于60%以上的城市仅为97个。其中，大连、上海、苏州、淮安、深圳、汕头和佛山均达到了最优绩效水平。2014年，绩效水平处于60%以上的城市数量略有下降，为93个，与2012年相比，在数量上差异不大。到2016年，绩效水平处于60%以上的城市数达到了141个，几乎占所研究单元数量的一半，年均增长率为11.3%。这说明自2015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后，全国大部分城市逐渐开始重视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创新活动有所增加，使得整体的创新发展绩效水平大大提升。与此同时，达到最优绩效水平的城市数量也大大增加，共15个城市，它们分别是：北京、长春、大庆、上海、南京、杭州、马鞍山、阜阳、苏州、亳州、宣城、深圳、珠海、重庆和酒泉市。其中，大部分城市为直辖市、省会城市或是沿海城市。从图1中也能明显看出，与2012年相比，2016年全国城市的整体创新发展绩效水平在提升的同时速度也有所加快。可见，后期对于全国大部分城市而言，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大对创新资源的投入从而来提升整体的创新发展绩效。
从纯技术绩效方面来看，2012-2016年全国的纯技术效率从0.647上升到了0.74。综合5年的数据来看，63.7%的城市纯技术绩效都有小幅度的增长，且从表2中可以看到全国285个地级市的整体纯技术效率每年均是高于综合效率的，但两者间的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全国纯技术效率达到最优水平的城市数量从27个增加到2016年的45个，城市分布上有从原来的中心城市逐渐往四周扩散的趋势，这可能与中心城市的创新扩散与知识溢出效应有关。2012年纯技术效率达到60%以上的城市有112个，占总研究单元数的39.3%。其中有79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达到了70%以上。2016年纯技术效率达到60%以上的城市为159个，占总研究单元数的55.7%，其中纯技术效率达到70%以上的城市增加到了119个。对于全国285个城市而言，虽然存在着城市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但2012-2016年整体的技术水平不仅有一定的提升且区域之间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性也在逐渐缩小。
从规模绩效方面来看，全国城市的规模效率均高于同时段的纯技术及综合效率，但没有稳定增长，从2012年0.874增长到2014年的0.893后急剧回落到2016年的0.816。2012年规模效率达80%以上的共191个，约占总数的67.3%。到2016年，仅有54.7%的城市，有较大的下降幅度。从整体来看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285个城市的规模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需要通过加强资源的整合利用来优化其规模效率。
总的来看，2012-2016年5年间的综合区域创新发展绩效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虽然整体上来看仍是上升的趋势，但5年的绩效波动较大，创新发展不稳定，最佳绩效水平的城市数量较少。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每年均有超过57.2%的城市都处于规模效益递减阶段，其中大部分城市如石家庄、包头、和连云港等市虽然创新发展的产出量大，但规模的扩大没有进一步给他们带来综合效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综合创新效率的提升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量创新资源要素投入增加的结果，而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因此，对于全国而言，下一步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扩大化城市创新的规模效益，实现各类创新资源要素的最优化配置。
3.2.2 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Malmquist-DEA模型对2012-2016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创新发展Malmquist指数进行测算（表6），并绘制各指数的变化趋势图（图1），其中图1的横坐标代表的是本期相对于前一期的时间变化，纵坐标代表的是效率值变化。
2012-2016年全国285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315）大于1，5年间的生产率逐年提高，整体的创新发展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平均增长率为31.5%。技术进步变动指数（1.295）大于1，全国的技术水平有稳定的提升，平均增长率为29.5%，全社会的生产前沿面上移。综合效率变动指数（1.018）和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1.04）均大于1，规模效率变动指数（0.979）小于1，这三个指数变化不大。
从2012-2016年各指数的变化趋势图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逐年稳定上升的发展态势，而技术进步指数和Malmquist指数的变化趋势类似；技术效率指数和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趋势相一致，都在五年间上下起伏，有微弱的波动，并在2014年出现了负增长；规模效率指数在逐年下降。对于全国285个城市而言，从2012到2016年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得益于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就是技术的进一步创新，而技术效率的变动对其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我国创新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受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科学技术优化等硬件的影响，受已存在的体制或平台软环境的影响较小。
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引起的，这说明全国285个城市对于现有的技术利用较为充分、成熟，研发投入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从创新规模来看规模效率变动指数为0.979，接近1，全国的创新发展逐渐从起初的最适规模，接近固定规模报酬，下降到2016年的0.907，规模和投入、产出不相匹配，需要适当增加或减少规模。因此未来对于全国而言，首要问题是如何调整使其规模逐步趋向合理化。
但同时也要看到，全国285个城市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绩效必然会收到多种限制因素的影响，如：经济规模、政策法规、管理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故而需要对285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创新发展绩效水平不同的区域进行具体分析。

表6  中国创新发展的Malmquist指数测算结果
	时间/年
	技术效率变动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变动
	规模效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

	2013/2012
	1.098
	0.997
	1.074
	1.023
	0.996

	2014/2013
	0.95
	1.214
	0.949
	1.001
	1.265

	2015/2014
	1.089
	1.421
	1.101
	0.989
	1.426

	2016/2015
	0.945
	1.548
	1.042
	0.907
	1.572

	均值
	1.018
	1.295
	1.04   
	0.979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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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指数变化趋势图（2012-2016年）
3.3 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绩效的聚类分析
由于不同城市的发展现状、目标有所差异，故而对于全国不同的城市或区域而言，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案也会有较大差异。本文对创新发展绩效水平相类似的区域进行聚类分析，以期能够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采用系统聚类法将2016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发展绩效进行聚类，共被划分为4个主要组群。表7是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创新发展绩效的聚类结果（城市排名不分先后）。4个组群的创新发展绩效均值分别为0.832、0.616、0.447和0.28（表 8）。组1的创新发展绩效整体水平最高，共包含99个城市，是四个组中城市数量最多的一组（34.74%），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达到了最优效率的80%以上，15个城市达到了最优创新发展绩效。组2与组3的城市数量几乎占据全部研究单元的一半（52.28%），组2的技术效率为0.776，规模效率为0.854。组3的技术效率为0.669，规模效率为0.813。可以看到，这两组的规模效率均超过了最优效率的80%，整体绩效水平不高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的低下引起的。总的来看，这两组投入的冗余量较少，但这两组中将近有48%的城市存在产出严重不足的情况。组4的城市数量在4个组群中最少（12.98%），组4内大部分城市均存在投入冗余及产出不足的现象，且产出不足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规模小。

表7  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绩效聚类划分表（2016年）
	类别
	城市名称

	组1
	北京、长春、大庆、上海、南京、杭州、马鞍山、阜阳、宿州、亳州、宣城、青岛、深圳、珠海、三亚、重庆、酒泉、宁德、莆田、昭通、鹰潭、广州、陇南、平凉、大连、白山、东莞、朝阳、武汉、沈阳、阳江、泉州、丽江、鸡西、绥化、中山、铁岭、芜湖、新余、淮北、通化、无锡、南宁、邵阳、嘉兴、济南、天津、襄阳、黄山、池州、合肥、宜昌、来宾、榆林、四平、宜春、佛山、鄂尔多斯、鹤岗、清远、桂林、驻马店、盘锦、长沙、兰州、哈尔滨、苏州、汕头、景德镇、阜新、厦门、雅安、郴州、江门、朔州、松原、永州、蚌埠、葫芦岛、抚顺、乌鲁木齐、宿迁、南昌、张家界、曲靖、龙岩、晋城、广安、湖州、福州、咸阳、呼和浩特、张掖、黑河、宁波、吉安、营口、定西、滁州

	组2
	云浮、鄂州、丽水、烟台、周口、揭阳、崇左、乌海、伊春、上饶、郑州、惠州、呼伦贝尔、贵阳、西宁、赣州、抚州、佳木斯、温州、阳泉、海口、常德、金华、常州、秦皇岛、石嘴山、东营、齐齐哈尔、三门峡、汕尾、固原、吕梁、临汾、梧州、西安、日照、沧州、台州、百色、潮州、衡阳、吴忠、太原、中卫、宝鸡、淮安、衢州、茂名、石家庄、白城、达州、牡丹江、内江、双鸭山、贵港、河池、眉山、辽源、南通、怀化、河源、汉中、九江、辽阳、运城、七台河、荆门、益阳、菏泽、遂宁

	组3
	本溪、泰州、萍乡、鹤壁、巴彦淖尔、防城港、普洱、武威、潍坊、漳州、咸宁、忻州、拉萨、金昌、临沧、随州、张家口、三明、临沂、湘潭、攀枝花、娄底、延安、连云港、玉溪、莱芜、商洛、吉林、镇江、信阳、聊城、通辽、北海、邯郸、株洲、邢台、安顺、许昌、嘉峪关、白银、巴中、包头、宜宾、唐山、新乡、赤峰、盐城、枣庄、铜陵、安康、广元、乌兰察布、湛江、滨州、洛阳、南平、焦作、濮阳、铜川、渭南、肇庆、舟山、长治、贺州、自贡、保山、鞍山、扬州、黄冈、衡水、绍兴、徐州、威海、钦州、岳阳、安阳、漯河、商丘、庆阳

	组4
	昆明、孝感、梅州、大同、六安、丹东、南阳、南充、韶关、淄博、玉林、成都、廊坊、乐山、锦州、克拉玛依、泸州、德阳、资阳、晋中、十堰、安庆、泰安、遵义、平顶山、济宁、开封、柳州、荆州、承德、淮南、保定、德州、黄石、天水、银川、绵阳



表8  中国各主要组群基本情况及创新发展绩效
	组群
	数量
	百分比
	整体绩效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组1
	99
	34.74%
	0.832 
	0.865 
	0.853 

	组2
	70
	24.56%
	0.616 
	0.776 
	0.854 

	组3
	79
	27.72%
	0.447 
	0.669 
	0.813 

	组4
	37
	12.98%
	0.280 
	0.487 
	0.653 



具体来看，组1中大部分城市为省会城市、一线城市或是沿海城市，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资源要素的投入和产出的绝对值占据优势，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这些城市仅有天津市、上海市、深圳市、三亚市、重庆市的规模效率达到最优，研发资源的规模与投入产出不相匹配。相反的，部分城市如鄂尔多斯市、绥化市、宿迁市、马鞍山市、亳州市、阜阳市等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创新资源的投入力度欠缺，但其创新发展的规模效率均达到了最优效率值，故而综合创新绩效水平也在全国中上等水平。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对于组1中的省会城市、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而言，首要任务是逐步探索调整规模来解决规模与投入产出不相匹配的问题，进而实现绩效水平的提高，避免资源浪费。而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则需要继续加大对于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或政策扶持力度来改善其创新发展。
组2中45.7%的城市存在投入冗余现象，40%的城市存在产出不足现象。尤其是沧州市、常州市、南通市、淮安市、烟台市、贵阳市和宝鸡市在财力和人力资源投入上都出现了冗余现象；运城市、牡丹江市、温州市和吴忠市在知识型产品产出和经济效应上都出现了产出不足现象。故而对于组2中大部分城市而言，首先需要重视一切创新活动所需的资金与人力资源的投入，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科技政策来促进城市的创新，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加速创新投入的有效转化，使其转变为可视化的创新产品与经济产出。同时根据DEA测算结果我们也要看到，组2中71.4%的城市当前正处于规模递减阶段，因此在激发创新研究活动的同时要注意不能一味地扩大资源规模，城市与周边的城市可以进行区域合作来优化双方资源配置的同时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组3中城市大部分位于中国的内陆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54.4%的城市专利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出不足。组4的城市中，56.7%的城市在高新技术产值上出现明显不足。组3和组4中城市为规模报酬递减的占比分别是78.4%和94.5%。因此对于这两组而言，均无法通过增加资源规模来提升产出。总的来看，影响这两组创新发展绩效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是产出上的不足，但解决方案的侧重点不同。组3的城市需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同时注重创新平台的打造，为知识型产品产出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在资源优化配置上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组4的城市技术效率值低，创新发展绩效受资源配置方式、体制环境等软件变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对于组4城市而言，在当前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战略背景之下，需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的创新，从而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运用DEA-Malmquist绩效分析方法对全国285个地级市在2012-2016年的创新发展绩效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同时通过系统聚类法对绩效水平差异较大的城市进行组群划分并针对性的分析不同组群存在的问题及处理路径。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及建议包括:
第一，中国2012-2016年的区域创新发展绩效处于中上等水平，但内部差异性较大。整体来看，省会城市、一线城市和部分沿海城市由于经济发展规模上的绝对优势，使其在创新的投入水平要远高于其他城市继而使得产出增加来提升整体的创新发展绩效水平，但该类区域仍面临着如何实现各类创新资源要素的最优化配置问题。
第二，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上升，但从5个指数的变动趋势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得益于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对于现有的技术利用已较为充分、成熟，故而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现有规模进行逐步调整使其趋向合理化。
第三，具体通过聚类分析来看，大部分省会城市、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创新发展绩效处于全国中上等水平，分别来看，综合绩效受规模效率的影响较大，创新资源要素的规模同创新投入产出无法相匹配，故而对这类城市而言首要任务是逐步调整规模来实现规模效率的最优进而实现绩效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规模效率达到最优从而使得自身创新发展绩效位于中上等水平的城市主要问题是人力和财力上的投入不够，需要加大投入力度。组2中的城市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都十分显著且表现为规模效益递减，因此需要通过改善科技创新环境以及加强区域间的多方面合作而不是增加资源规模来实现产出上的增加。组3和组4的城市多表现为高新技术产值占GDP比重小或者是应用型的知识产出匮乏，进而导致整体的创新发展绩效不佳。但两者的解决路径不同，组3的城市注重人才与平台环境的优化从而达到有效率的进行资源配置，组4的城市则需要通过加强科技体制创新软环境的建设来实现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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